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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①

——集体行动理论对话与袁家村案例分析

周立，王晓飞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已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讨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具备城乡互动视野。长期的去组织化，使得乡

村无法抓住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机会，反而加速乡村各生产要素流出。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创

造新供给、满足城市新需求，促使城乡发展再平衡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继承与对话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的集体行动

理论，提出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与“如何可能”两大问题。基于袁家村案例分析，本研究对中国特

色的农民合作和自组织理论，做出本土化完善。本研究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结构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

新机遇，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必要性；村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行动者交织互动，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可能性。“中心人

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相继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乡土中国

时代以“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在城乡中国时代以高度异质化特征出现，并将形成有别于一般农民合作社均质化假

定的新的集体行动结构。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利用和升级，可以推动形成基于市场规则和乡土人情相互融合的城

乡中国时代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断交织互动，能够推动村庄再组织化不断迭代

升级，促成城乡中国时代的供求匹配，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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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要想推动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统揽全局，促进乡村全

面发展。过去在乡土中国背景下，推动“工业优

先”“城市优先”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如今在城

乡中国背景下，要以不平衡来为不平衡纠偏，推

动农业与农村优先发展。这需要我们抓住时代变

换的核心特征，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 21世纪以来，一个重要的时代变换，是

从费孝通 20世纪 40年代所言的“乡土中国”，转

换成为“城乡中国”。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

内涵有三：一是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是农民

生产的土地粘着；三是社会生活的终老是乡。而

21世纪头 20年，上述三个内涵已转变为：一是乡

村人口不再占绝大多数，乃是城乡各半；二是农

民生产不再以土地产出为主，而是收入多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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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生活已经高度流动，不再终老是乡。显然，

“乡土中国”已然转型为“城乡中国”［1］。

城乡中国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城

乡互动模式不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产品进

城”的乡城单向流动，而是相伴而生“市民下

乡”“消费下乡”等城乡双向互动。城市居民对

乡村优质的食物、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健

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乡村文化、风俗体验等充

满向往，“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催生节假日

出城游、乡村休闲养生与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据

估算，“四洗三慢两养”产生的新需求每年会超

过 12万亿元，在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可持续发展

中发挥的作用不可限量。而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得

乡村具有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生

态环境等新需求的潜力［2］。城乡中国时代的到

来，给长期处于“衰而未亡”状态的村庄，提供

新的发展机遇，带来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面对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机

遇，虽有少数村庄脱颖而出，但绝大多数村庄未

能抓住这一跨越性发展的机遇。究其原因，与村

庄的去组织化有关。村庄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

化、村民原子化的现状，根源于一系列“分的过

度、统的不足”的制度安排。伴随分田到户、外

出务工、全面取消农业税等制度安排，农村经历

四十多年的去组织化过程［3］。诚然，去组织化赋

予农民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发农业生产的

积极性，但也为乡村诸多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在城乡中国时代，去组织化不仅使衰落的乡村无

法抓住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新机遇，反而加

速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要素从乡村场域流

出。核心生产要素不断外流，乡村何以振兴，农

民如何富裕？因此，在城乡中国的时代，亟需将

分散的农民再组织起来，对接城市要素、输送乡

村价值，最终实现城乡由割裂、对立的二元状

态，走向互有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状态，发挥

城乡循环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时代不同，农民组织化的内涵也不同。人类

社会的组织化，有“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

路径［4］，两者本质区别在于组织秩序形成的决定

性力量，是来源于内部，还是外部［5］。 20世纪

50-80年代的集体化时期，组织化是由国家行政

力量主导、自上而下推动来实现，是典型的“他

组织”；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后，以个人利益为

主导、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了具有合作意

识、公私兼顾的关系模式和以群体为单位的社会

组织，却出现明显的“去组织化”。为区别于集

体化时期的“他组织”，和集体化解体后的“去

组织”，本研究将 2007年以来，以合作社法出台

为标志的城乡中国时代的农民组织化，称为“再

组织化”。“再组织化”一方面体现出乡村在组织

化问题上的动态性，即它是“他组织化-去组织

化-再组织化”动态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另一

方面“再”字蕴含着该阶段的组织化，与集体化

时期不同。从组织成本的角度看，要提高长期处

于分散状态的小农的组织化程度，促使其开展合

作，就要解决“谁来支付合作初期的巨大组织成

本”［6］，及“如何产生稳定的收益以维持合作的

持续”［7］ 这两个基本问题。从类似企业家才能的

“组织者”这一核心要素看，贺东航等认为村庄

社区资源的再组织化，需要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

社群并重［8］；贺雪峰认为要善于利用农村中的

“中坚农民”和“负担不重之人”，新乡贤是提升

农村组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9］。即，乡村经济发

展是组织化的重要前提。上述研究让我们认识

到，人才回流、产业发展对提高组织化程度有重

要作用，但对村庄组织化，不能停留在组织行为

描述和组织化经验总结层面，需要在城乡中国的

新时代下，对组织化形成条件开展系统分析。文

章将致力于打开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再组织化生

成机制的黑箱，以促进乡村发展和共同富裕。

农民再组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缺乏明显边

界，而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时空载体，

为开展更具操控性的研究，文章将农民再组织化

问题降维到村庄层面，即将再组织化落实到具体

的村庄场域——村庄再组织化，毕竟，村庄再组

织化是实现农民再组织化的重要基础。文章将村

庄再组织化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通过剖析袁家

村案例，提炼出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的生

成机制，揭示村庄再组织化何以创造乡村新供给、

满足城市新需求，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过程中，在村村

民为实现个人利益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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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行动，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托洛

姆 （E. Ostrom） 对集体行动的定义，即社会成员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协同行动［10］。城乡中国

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可视为一种村庄自发而非外

力强制的集体行动，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拓展分

析，有助于我们打开再组织化生成机制的黑箱。

（（一一）） 对话与继承对话与继承：：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

以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主义学派为代表，自

发性集体行动更加关注对参与者的动机分析。理

性选择理论从微观角度揭示集体行动的机制，关

于个人理性选择是否会促进集体利益的实现，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亚当·斯密代表的乐

观理性选择论，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

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斯

密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但

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

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1］，即个体理性会

带来集体理性，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会

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二是奥尔森代表的悲

观理性选择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

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

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有理性的、寻求

自我利益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

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2］，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并非总是一致。在小规模群体中，行动者更易于

对其他行动者进行监督，并且每个行动者在集体

行动成果中占有的份额更大，因此更容易发生为

实现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较大规模群体易产生

“搭便车”行为，阻碍为实现共同利益的集体行

动的发生，选择性激励成为遏制“搭便车”行

为、促发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

与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结构主义研究反对将

个体行动者从社会情境中剥离出来，更关注结构

性因素的影响。20世纪 80年代前，结构主义研究

关注宏大的社会结构，认为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

带来的阶级分化导致处于弱势或者被统治地位的

阶级或群体感知到被剥夺感、不公正感，引发集

体行动［13］。80年代后，结构主义研究关注更具

操作性的结构性因素，如社会规范、社会网络

等。有学者指出，社会规范具有塑造者行动者认

知和推动合作秩序生成的作用，行动者会因规范

性因素 （如公平） 的影响而不采取“搭便车”的

行为［14］。处于特定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会借助

社会网络进行信息交换，决策之间相互影响，最

终会做出符合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角色/地位的

行为［15］。社会网络的强度能增强社会规范的作用

力，在信息通畅、互动频繁的情境中，足够强的

互动网络使社会规范具有自我执行的能力，群体

规模大小不再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16，17］。

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主义研究对我们理解现

实世界中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的产生有重要启

发，但两者的解释力不足。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集

体行动悖论反映出该理论的不足：方法上过于强

调个人主义，将个体行动者视为脱离具体社会情

境的同质化个体，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塑

造和个体的异质性；理论上过于强调个体行动者

的经济理性，将集体行动视为孤立个体进行经济

利益计算的过程，忽视人的多元理性。结构主义

研究则更加关注宏观、中观层面上的结构性因

素，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对微观个体行动

者的理性选择如何影响集体行动有所忽视。

对中国村庄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宏观的社会

结构与微观的个体行动者因素均不能忽视，两类

因素的交织互动最终体现在村庄这一中观场域。

在村庄场域中对微观个体与宏观结构因素的交织

互动展开分析，探寻由村庄内部力量主导的集体

行动逻辑，才能打开再组织化生成机制的黑箱。

（（二二）） 讨论与阐发讨论与阐发：：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

与如何可能与如何可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发展最不平衡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平

衡，最不充分的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这一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对村庄再组织化而言，

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

速，新需求不断产生；第二，村庄青壮年人口大

量外流，留守村庄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在发

展意识与能力、集体协作意识与能力等方面都较

为欠缺［18］，“组织衰败”的村庄无法意识到城市

新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更没有能力挖掘乡村资

源价值；第三，为追求城市美好生活而作出“入

城不回乡”选择的农民［19］，既感受到因经济层面

不对等而带来的不公平感［20］，也感受到因社会关

系和社会参与不对等而带来的被排斥感［2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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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村庄再组织化对于抓住城乡中国时代的新机

遇，促进城乡发展的再平衡，赋予农民公平感与

融入感，都十分必要。

参照宏观结构主义，结构性问题导致个体行

动者产生不公平感与被排斥感会促发集体行动。

如果遵循这一理论，再组织化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然而，源于行动者个体层面的不公平感与被

排斥感的累积并没有在普遍意义上促成中国农民

的再组织化。因此，仅有必要性分析不足以打开

再组织化生成机制的黑箱，需要聚焦到村庄这一

中观场域分析可能性。

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村庄呈现出“社会联结衰

败”和“组织衰败”，无法形成集体协作，需要

“外出的内部人”由“离乡出走”转变为带着资源

“返乡回家”。作为个体行动者，村民返乡与否受

到理性的支配［22］。城乡中国时代带来的发展机

遇，为具有乡土情怀和责任感的行动者提供“返

乡回家”契机。最初的“返乡回家”行动者更多

是出于对社会地位、声誉或向大众负责的社会理

性，具备感知城市新需求、撬动村庄资源要素进

而创造新供给的能力，是村庄再组织化的中心人

物。中心人物充分利用组织化的社会基础——村

庄熟人社会，确定关键群体并进行动员。这一过

程中，村民之间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互惠关

系、共同经历等形成的各种联结得以加强，关键

群体更多基于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再次嵌入村

庄社会。中心人物和关键群体初步组织起来，承

担村庄产业发展初始成本，开启创造新供给、满

足城市新需求的第一步，并产生示范效应。经过

“陌生人社会”和市场竞争洗礼的外出农民在经

济理性的驱动下回流乡村，同时将陌生人社会中

的规则意识、人际关系模式带回村庄，促使新时

代新村庄社会结构的形成［23］。个体层面的理性选

择既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对现有社会结

构产生新的冲击。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与结构性因

素在村庄场域的交织互动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了

可能。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和“如何可

能”，成为本研究村庄再组织化生成机制的基本

框架，如表 1所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的研究方法，有如

下两个原因：第一，在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

织化的集体行动如何生成”属于“怎么样”问题

范畴，宜采用探索式的案例研究方法；第二，本

研究旨在深入系统地探索村庄再组织化这一集体

行动的生成机制，对数据丰富性有较高要求，探

索式单案例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跟踪案例村庄的发

展史，按时间线对案例村集体进行故事线梳理，

并提取案例的关键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利于纵贯

式、整体性和动态性地展示研究问题的机理。

本研究选取陕西省袁家村案例展开研究，严

格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项是重要性和代表性

原则。一是袁家村的发展得到高度认可，获得

“中国十大美丽乡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魅

力乡村”等荣誉称号；二是袁家村最初发展时的

乡村状态，同中国大部分没有村集体资产、青壮

年劳动力流失的村庄一样；第二项是理论目标与

案例一致性原则。袁家村的发展离不开村民的协

同行动，发展之初，以郭占武为核心凝聚村庄留

守老人、引入在外发展的朋友，形成第一轮的集

体行动，而后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加入，集体行动

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形成稳定中有序发展的

“再组织化的村庄”，实现共同富裕；第三项是理

论抽样性原则。袁家村的发展既不能为结构主义

的理论所解释，也不能被理性选择主义的理论所

表 1 村庄再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生成的关键因素及解释性理论

再组织化再组织化

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关键因素关键因素

村庄外部

村庄内部

结构性因素

个体性因素

个体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

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城乡中国

外出的内部人

中心人物

关键群体

后续参与者

传统村庄社会结构与新村庄社会结构

解释性理论解释性理论

宏观：结构主义

微观：理性选择

中观：理性选择+结构主义

注：本表按集体行动关键因素启动的先后次序及下文分析结构，自上而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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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提供一种将结构性因素与个体理性选择相

结合的实践场域，体现了理论抽样原则。

（（一一）） 案例背景案例背景

袁家村位于关中平原腹地，与中国绝大部分

村庄一样，虽在时间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经历

了“他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的起伏过

程。20世纪 60年代，袁家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

村、烂杆村，如其村史描述：“男人讨不到媳妇，

姑娘嫁不出去”。1970年，响应政策要求，老书

记郭裕禄组织村民先是走农业增产的一产化道

路，之后是走村办企业发展的二产化道路。90年
代以后，由于市场和宏观环境的变化，袁家村开

始去组织化进程，村办企业日趋没落，村民纷纷

外出，各自寻求新的出路，袁家村沦为“空心

村”。直至 2007年，老书记的儿子、在外打拼多

年的郭占武不甘见到家乡凋敝，离城回到袁家

村。郭占武先以返乡帮扶干部，后以村书记的身

份，通过调动村民及其之间的联结，将村庄内各

种资源重新整合，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发展的三

产化道路，袁家村再次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村

庄。目前，袁家村已形成统一规划的生产经营性

街区、八大作坊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社和

作坊合作社联社，街区与街区之间、街区与合作

社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在乡村经

济发展的同时，村里的祠堂等公共池塘资源也得

到维护，关中地区的传统文化风俗得到传承。

袁家村的组织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再

组织化是其现阶段发展成就的重要基石。郭占武

指出，学习研究袁家村“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发

展产业，怎么用这个产业把老百姓怎么捆绑在一

起”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

说，“组织有效，才能治理有效”。宰建伟多次告

诉我们，“袁家村的成功取决于它的两个模式：

一是商业模式，二是组织模式，而这个商业模式

不是普通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袁家村组织模式

基础之上的”。在高度组织化的村庄基础上，袁

家村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模式，创造出一个奇迹，

2017年村庄经济收入超过 4亿，村民人均年收入

10万以上，同时创造出 3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2018-2021年又不断刷新自己创造的记录，即使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袁家村营业收入也连续超过

10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20万元，更进一

步，在关中印象体验基地基础上，开拓出进城体

验店、外省乡村生活印象基地，创造了“三个袁

家村”，以“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城乡互动模式，

带来上万个就业机会。

（（二二）） 数据收集数据收集

袁家村是笔者研究团队的长期调研基地，通

过多次互访，笔者与袁家村的村干部、管理者、

外部知识分子、村民以及商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本研究的访谈材料来自 2018-2021年期间深度访

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案例研究。根据撰文需

要，后期做了多次回访和信息跟踪。

深度访谈以面对面、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

为主，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村庄领导者

及村委会成员，用以掌握袁家村再组织化的整体

历程；二是各个街区的商户、作坊主，用以了解

他们参与袁家村再组织化的过程及关键抉择；三

是关键信息掌握者，通过外部人了解袁家村再组

织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不同类别的访谈对象有

助于获得饱和信息，形成证据的“三角印证”。

参与式观察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跟随游览团队，

听取村史馆的讲解；二是参加村庄管理者之间、

村庄管理者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会议；三是参加农

民夜校，观察村民与村民以及村民管理者、授课

者间的互动。

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团队成

员在征得相关人员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录音。离开

现场后，由调研团队协作将录音整理成文字，整

理过程中将三类不同对象的访谈资料与会议中获

取的关键信息进行交叉比对，按照统一的标准编

码建立起案例库。目前，已经建立起包含 42个受

访者、52次访谈，录音时长 2268分钟，文本资料

约 29万字的案例库。

四、案例分析

（（一一）） 袁家村的空心化袁家村的空心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特别是 2000年以来，

袁家村村民深切感受到村庄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

距，凋敝的村庄无法为村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

会，过去曾取得成功的一产化、二产化道路，在

城乡中国时代下已步履维艰，赖以生存的农业生

产不仅赚不到钱，还常常处于亏本状态，村办企

业在小生产大市场的浪潮冲刷下一个个亏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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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下，村民

纷纷外出，各自寻求新的出路，袁家村逐渐沦为

“空心村”，见案例 1。

案例 1：王先生，本村人，农家乐 11 号经营

者。“村上不搞农家乐，不搞小吃街 （的话），大

家都出去打工，村都成空心村了。当时工业全部

清了，因为小型企业成本没有大型的低，利润没

人高，绝对死。另外，农业绝对不挣钱，我们当

时把土地给别人种的大有人在，毕竟亏本，不如

去打工。”（YJC-NJLWXS01-1016）

外出务工能够获得高于在村就业的工资收

入，一定程度上改善村民的经济状况，但却难以

使其享受到与市民均等化的待遇，只有极少数的

“幸运儿”可以在城市比较好的地段拥有一套属

于自己的房子，并改善自家的教育、医疗状况，

见案例 2。

案例 2：王先生，本村人，农家乐 88 号经营

者。他 （郭占武） 比我大几岁，是一起长大的。

最早农村娃都想出去，……出去上班，过去人都

是到城里去，但是 （面临） 下岗、买房等问题。

我就比较幸运，2004 年在西安买房，……在市中

心的高层，虽然吵一点，但是周围有学校、医

院，很方便。（YJC-NJLWQS03-1017）

（（二二）） 袁家村的新机遇袁家村的新机遇

三千年中国历史看陕西，历史的积淀给陕西

省留下深厚的文旅资源。袁家村在红色延安、巍

巍秦岭、盛唐昭陵等周边旅游区面前，毫无优

势。但是，伴随着城乡中国时代的到来，厌倦了

“混凝土森林”的城市居民渴望在闲暇时回归乡

土民俗，这一新需求的产生为衰败的村庄提供发

展的新机遇。2007年，中心人物郭占武对袁家村

发展定位如下，“袁家村发展‘历史’敌不过兵

马俑，发展‘红色’比不上延安，‘关中民俗’

才是村庄旅游产业的卖点”。在这一定位下，关

中地区的传统建筑、传统生产技艺与农家乐成为

袁家村发展的突破点。按照关中地区的传统建筑

风格对袁家村的街道和房屋进行设计改造，并收

集各种可以展示关中地区民俗的物件加以陈列，

成为袁家村发展的第一步。同时，通过在具有关

中特色的街区——康庄老街上，用安全的食材、

上好的原料，现场展示油、粉条、辣子、酸奶等

关中小吃的全部加工过程，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

何添加剂，既展示关中小吃的传统生产技艺，也

做到让游客看得见，从而“吃得放心、买得放

心”。农家乐则为想要停下脚步在村庄短暂休憩

的城市居民提供选择。

2008年，适逢三聚氰胺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风

波，能不能吃得放心突然成为全体国民的头等大

事，这再次为袁家村传统生产技艺和农家乐所提

供的安全食品提供发展的新机遇。中心人物郭占

武又一次为关中民俗找到新的突破口——“农民

捍卫食品安全”。当时的食品安全威胁主要产生

在城市而非乡村，主要问题出在食品产业链的品

质管控上。与城市食品工业相比，乡村的传统生

产技艺虽然是粗加工，但能将整个食品生产链条

掌控在农民自己手中。正是发现了这一乡土供给

优势，中心人物郭占武打出“农民捍卫食品安

全”的口号。但仅有的一条康庄老街及老街上传

统技艺生产出的产品，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

增长的新需求，在郭占武的带领下，到 2009年，

村庄 62户老村民全部办起了农家乐袁家村。同

时，村庄开始打造小吃街，并推动原以展示关中

传统生产方式的康庄老街向“前店后厂”的生产

方式转变。2010年，村庄开始考虑由“日光下的

袁家村”向“月光下的袁家村”转型，规划建设

以文娱为主要功能的街区 （酒吧街、书院街、祠

堂街、回民街等）。上述发展规划，使得袁家村

能紧抓新机遇，全方位、多层次地来满足城市居

民对乡土民俗、安全食品的新需求，见案例 3。

案例 3：郭先生，本村人，醋坊合作社社长。

“2007 年建立了康庄老街，消费者来看什么？看

关中传统的生产方式。但是，业态太单一了。后

来，我们书记提出来，要把关中民俗深挖。深挖

后，是以食品安全破题的。小吃街就是把关中小

吃集中起来，吃是民俗的一部分，把制作过程、

操 作 过 程 都 展 示 出 来 ， 也 是 民 俗 的 一 部 分 。”

（YJC-ZFJGXS01-1014）

（（三三）） 初始再组织化与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的初始再组织化与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的

巩固巩固

1. 中心人物的返乡创业

郭占武是袁家村实现再组织化的中心人物，

他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离开家乡在城市打拼

多年，仍对家乡充满感情。他在乌镇演讲说：

“我从小就把袁家村当成我家，袁家村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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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07年回乡时，家乡凋敝的情景让他十分

触动，因此他决定回家乡来帮助家乡实现振兴。

回到家乡之初，郭占武凭借其企业家精神和

才能、良好的信誉、强大的社会资本等专有性资

源，抓住了城市居民新需求的发展机遇，并挖掘

出村庄资源潜力，指明以“关中民俗”为卖点的

发展方向。通过对村庄关键问题和发展愿景的剖

析，他将在村的年长者和在村党员确定为关键群

体，充分利用村庄熟人社会，以打感情牌、利益

赋予等方式对其进行动员。郭占武返乡创业，成

为以点带面，促进返乡生态圈形成进而实现村庄

再组织化的关键一步。

2. 关键群体的动员响应

在郭占武动员下，关键群体率先作出响应。

在村年长者大多对老书记有深厚的感情和信任，

在郭占武的情感动员下，他们充分发挥其拥有的

传统生产技艺，使得袁家村第一条街区——康庄

老街办成，成为袁家村“关中民俗”旅游的最早

卖点，见案例 4。村干部中的两名党员，也是郭

占武的好友，在郭占武的情感与利益赋予 （村集

体提供部分房屋装修补贴） 的动员之下，愿意以

自掏腰包的初始投资和村集体的补贴来装修改造

房屋、设计餐饮，试办农家乐，见案例 5。

案例 4：宰建伟，外村人，外部知识分子。

“谈及袁家村发展历程时，宰建伟老师说，“……

团队就是我们村的村民，而且早期基本上没有年

轻人，他们是 （产业发展） 成功以后才回来的，

早期是他们 （外出的年轻人的） 爹妈，这些人大

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干

这 个 事 的 ， 非 常 自 然 、 非 常 习 惯 。”（YJC-

ZJW02-1019）

案例 5：王先生，本村人，农家乐 11 号经营

者。“我比较信任郭占武，就第一个开始办农家

乐。当时改造的钱是村上和个人一人一半。……

别人觉得可能没生意就不敢做，怕赔本嘛。我就

不一样啦，我觉得村上有补助，即使当时做生意

不太好，就权当花钱装修家里，有没有生意不强

求，村里还给家里装修补一半的钱呢，谁知道还

真搞起来了。”（YJC-NJLWXS01-1016）

3. 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的巩固与再组织化

在中心人物与关键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过去

因人口大量外流而呈现衰败的村庄实现了初步再

组织化，主要表现为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的社

会联结的加强。首先，在袁家村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过程中，虽房屋内部设施焕然一新，但房屋在

村中的位置布局没有改动，几代人的邻里关系没

有变化，村民间基于地缘形成的关联得以巩固；

其次，村庄发展注重维护村庄中的家庭关系，即

使在民宿中融入城市元素，也没有改变两代人、

三代人的大家庭生活方式，家庭成员间基于血缘

而形成的关联并没有因旅游的发展而遭到破坏，

反而愈加和谐；第三，郭占武对自己好友进行动

员，好友也享受加入村庄产业发展带来的福利，

由此充分利用并巩固基于业缘、共同经历的朋友

关系。村庄初步再组织化的实现，满足城市居民

对关中民俗体验与农家乐消费的新需求。

（（四四）） 再 组 织 化 升 级 与 再 造 新 型 村 庄 社 会再 组 织 化 升 级 与 再 造 新 型 村 庄 社 会

结构结构

1. 后续参与者的主动加入

中心人物与关键群体提供新供给带来经济示

范效应，吸引更多后续参与者的加入 （见案例

6）。到 2009年，村庄 62户老村民全部办起农家

乐。2010年，伴随着小吃街的建立，在关中小吃

制作上有一技之长的外村村民不断加入。同时，

伴随着袁家村由“日光下的袁家村”向“月光下

的袁家村”不断转型，年轻创业者不断加入，推

动着以文娱为主要功能的街区逐步建立。虽然，

后续参与者更多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加入袁家

村的产业发展，但在实际经营开展中，其将多种

社会性因素纳入行为选择之中，通过遵守村庄默

认的约束机制以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

案例 6：郭先生，本村人，辣子合作社社长。

“说一千道一万，咱做生意是为啥？为了赚钱。

挣钱是硬道理。”（YJC-ZFJGXS01-1018）

2. 新型村庄社会结构再造

随着参与主体不断增多，仅靠村庄传统社会

结构的巩固难以约束各个行动者的行为，矛盾冲

突开始显现，如农家乐经营者认为小吃街“搭便

车”，抢了其客源，小吃街的低收入商户对高收

入商户产生心理不平衡。为防止类似矛盾带来同

质化销售与恶性竞争，袁家村以合作社与村控股

企业为组织载体，再造出融合市场规则与乡土人

情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实现再组织化的升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是袁家村再组织化升级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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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载体之一，通过设置多种股权，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社会利益结构，有效解决了

参与者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将行动者个人

利益与村庄集体利益进行捆绑，以凝聚集体行动

的利益基础 （见案例 7和案例 8）。首先，通过将

集体土地资产盘活，量化到户，村集体和农户各

占一定的百分比，形成基本股，这也是资源资本

化的有益尝试；其次，袁家村产业发展的每一个

参与者都可以通过资本、技术、管理才能等入股

到各类合作社之中，形成交叉持股的局面，即交

叉股；第三，袁家村以“入股自愿、钱少先入、

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为原则，形成

限制股。基本股维护了本村村民的利益，交叉

股、限制股则调节了新老村民的利益分配。同

时，限制股的设置更是在经济理性支配下的市场

规则中融入具有乡土社会特质的社会理性，体现

出新的社会结构对乡村产业发展中利益协调的重

要作用。上述股份设计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行动者

增多带来的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偏离问题，而

乡村场域是上述设计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案例 7：袁大哥，外村人，油沱沱店老板。

“ （小吃街和农家乐） 关系处得融洽，就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也在里边入股了，我们搞

得好，他分得多嘛，这个是利益分成。”（YJC-
XCJYDG01-1015）

案 8：曹大哥，外村人，豆腐脑店老板。“小

吃街开起来之后，农家乐慢慢有一点退步了，小

吃街人多，小吃街人把钱挣了，但是村上研究后

就决定让小吃街成立合作社，让大家都在里边入

股，……入股也可以说就是把咱这个贫富差距拉

平 了 ， 大 概 就 是 这 么 个 意 思 。”（YJC-
XCJCDG02-1016）

村集体控股的企业是袁家村再组织化升级的

组织载体之二。袁家村成立关中印象旅游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关中印象”） 和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村集体分别占股 60%和 50%。“关

中印象”主要负责袁家村内部的运营和管理，其

下有各类街道和合作社。每条街道有一个街长，

街道下设协会，协会下设小组，将街道按照地理

位置分成一定数量的小组。组长进行组内的监督

管理，街长和会长进行所在街道的监督管理，协

调村委会和商户间关系。通过上述组织架构，袁

家村对商户的产品品类、定价、原材料采购、财

务等实现制度化的管理 （见案例 9、10、11）。且

市场原则下的制度规范嵌入村庄熟人社会，与村

庄内非正式的社会约束 （如熟人社会中的声誉机

制） 相融合，有效降低制度的执行与监督成本。

案例 9：郭先生，本村人，醋坊合作社社长。

“采购原材料，就在作坊街，作坊街没有的，小

吃街和协会就要共同发挥作用……价格向商户公

示，每周一例会的时候，给大家汇报……会开完

了，每个会长回去要给自己的协会传达的，会在

大群里传达的，也会在各个内部群里公示的。”

（YJC-ZFJGXS01-1014）

案例 10：罗大哥，外村人，农家乐 45 号院经

营者。“村上按照房间的设施给你定价。菜价的

话，袁家村所有的菜价基本上都一样。原材料在

袁家村和指定地点购买，价格不会比别的地方

贵。”（YJC-NJLLDG02-1016）
案例 11：张飞，本村人，村委会成员。“每

家有个绿箱子，钱都放在这个里面，这样就方便

管理，知道每家到底赚了多少钱。每天都有邮政

的人和我们财务的人，去核算这个钱。”（YJC-
ZF01-1018）

五、案例总结

（（一一）） 城乡中国时代的新需求与新供给城乡中国时代的新需求与新供给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宏观社会结构早已被微观

的个体行动者感知。面对村庄的凋敝与城市的繁

华，“离乡出走”成为村民的理性选择。然而，

村民大量出走使得村庄“空心化”，去组织化的

村庄无法识别，更不用说抓住发展的新机遇，除

非有外界力量的干预来打破这一发展的恶性循

环，否则众多“空心村”只能沿着衰败的路径继

续走下去。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使得背井离乡

的村民在城市中感受着经济层面的不公平与社会

参与的被排斥，但却无法选择离开，只能忍受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这一现实困境。

1. 发现城市新需求

城乡中国时代下，城市居民的新需求为很多

像袁家村一样“衰而未亡”的村庄提供了新的发

展机遇。中心人物郭占武的出现，使得袁家村能

够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发展机遇，充分挖掘村庄优

势资源，从在关中传统建筑风格的老街上展示传

统小吃的生产技艺开始，满足少部分城市居民对

关中民俗的观赏需求，以及对能够看到全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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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安全食品的购买需求，逐步发展为能够满

足更多城市居民的观赏、住宿、餐饮、休闲娱乐

等各种需求。

2. 创造乡村新供给

袁家村的再组织化，是其能够紧抓新机遇的

前提条件，而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与中观的村

庄社会结构的交织是袁家村再组织化的关键。初

始再组织化阶段，中心人物和关键群体的个人理

性嵌入到村庄社会结构之中，理性选择与结构主

义并行的集体行动巩固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为城

市居民提供传统生产技艺、农家乐等初始新供

给。中心人物郭占武作为本村在外发展较好的村

民，出于乡土情结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具有利

他特征的社会理性，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他

依靠自身的专有性资源，对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

给出清晰的定位，并以此来确定需要首先团结的

关键群体——在村的、具有传统生产技艺的老人

与村中党员兼自己的好友，并在熟人社会场域下

对其进行动员。关键群体出于对郭占武的信任、

对村庄的感情等率先对郭占武的动员作出响应，

社会理性在其行为选择中占主导。但这并不意味

着关键群体没有经济利益的盘算，其对郭占武的

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他有能力带领大家走向

富裕之路。可见，关键群体的选择体现出强社会

理性、弱经济理性的行动逻辑。

3. 再造村庄新结构

再组织化升级阶段，后续参与者的理性选择

不断冲击着传统村庄社会结构，袁家村为了协调

各方利益，促进村庄产业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与

不断壮大，以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村集体控股的

企业为组织载体，再造出融合市场规则与乡土人

情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并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

新供给，如关中传统小吃、关中文创、休闲娱乐

活动等。其中，更多后续参与者是在看到前期村

庄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于经济理性

加入到村庄产业发展的队伍之中，在进入村庄场

域之后，他们能够积极融入村庄并遵守村庄各种

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后续参与者的选择体现出

强经济理性、弱社会理性的行动逻辑。

（（二二）） 城 乡 中 国 时 代 的 村 庄 再 组 织 化 生 成城 乡 中 国 时 代 的 村 庄 再 组 织 化 生 成

机制机制

在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并行的集体行动之

下，行动者的共同行动促使袁家村抓住城乡中国

时代的新机遇，实现村庄再组织化，进而创造新

供给，并形成村庄再组织化生成机制，促进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见图 1）。

1. 中观层面的村庄再组织化生成机制

本研究呈现的袁家村再组织化案例与苑鹏归

纳的“农民自办合作社，合作社自办企业”，实

现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模式［25］ 高度相似，

但又有所不同。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袁家村的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中三产带动二产，倒逼一产的

“逆向三产融合”路径［26］，更体现在经济、社会、

政治三个方面展现出城乡中国的时代特征。

2. 重塑城乡中国时代村庄组织特征

村庄再组织化的生成机制，使得经济、社

会、政治三个方面，都出现城乡中国的新时代

特征。

经济方面，村庄旅游业持续发展并呈现出多

种业态，实现产业发展壮大，并以合作社这一经

济合作组织将村民间的利益、村民与村庄之间的

利益捆绑，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建立起“资

源共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的共建共治共享

制度［27］，极大地增强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庄间

的经济联系，集体行动的经济基础更加牢固。

社会方面，农民合作社制度异化［28］ 的背景

下，再组织化赋予了农民合作的时代意涵，主要

体现在村民之间的合作，在基于个体对自身追求

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

共同利益的追求：一方面，通过康庄老街激活了

关中民俗资源，唤醒了传统的乡村记忆，由此将

分散的老村民再次凝聚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

予商户新村民的身份，增强其融入感，实现新老

村民之间的社会融合，推动乡村赋能实践和新内

源发展的实现［29］。

政治方面，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首先，再组织化的利益联结机制

突破了合作社理论中传统原则和罗虚代尔原则的

局限性，创新了比例原则，这使得村民在产业发

展中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

极性极大提高；其次，村民在产业发展中树立起

法治意识，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出

现矛盾纠纷时，村民与村干部会积极以合法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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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化解纠纷；最后，在熟人社会场域中，村民们

遵守村规民约，弘扬勤俭持家、尊老爱幼、互帮

互助等传统美德，使得村庄产业发展不失人情味。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已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讨论乡村振兴与

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具有城乡互动视野，必须深

入乡村，在乡村发现中国［30，31］。长期的去组织

化，使得乡村要素持续流出，无法抓住城乡中国

时代的发展机遇。因此，实现再组织化，才能激

发村庄创造新供给，以满足城市消费升级带来的

新需求，将割裂对立的城乡二元关系，转变为互

有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状态。

本研究在理论对话基础上，通过袁家村案

例，回答了城乡中国时代中国乡村如何在“再组

织化”的基础上存在与发展，如何推动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已由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时

代，村庄必须通过再组织化，才能创造乡村新供

给，满足城市新需求，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经历长期“去组织化”的村庄，没有能力识

别并抓住城乡中国时代传统与现代交汇所带来的

新机遇，城市消费者的新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同

时，农产品、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由乡到城的单

向流动，使得城乡之间无法实现再平衡。只有乡

村再组织化，才能面向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

育新业态。应该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结构

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新机遇，为村庄再

组织化提供必要性

第二，城乡中国时代，异质化村民在村庄场

域中的渐次行动，为破除“去组织化”、实现

“再组织化”提供可能性。城乡中国时代的农民

已由“乡土中国”时代那种以“以土为生”的均

质化小农，转变为高度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其

行为选择受到多元理性的影响。一方面，再组织

化促使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交织

互动，是城市要素回流乡村、产生乡村发展机遇

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再组织化为乡村抓住城

乡中国时代发展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切

实可行的路径。“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

与者”相继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

促成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而且进一

步推动村庄再组织化不断迭代升级，促成城乡中

国时代的供求匹配，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推动

共同富裕。

第三，理性选择主义、结构主义的集体行动

宏观结构性因素

城乡中国的新需求 返乡回家

离乡出走城乡发展不平衡
是
否
必
要

如
何
可
能

中心人物

关键群体

后续参与者

设计新供给
动员村民

响应动员
提供初始新供给

主动加入
创造更多新供给

基于市场规则与
乡土人情

再组织化2.0
再造新型村庄社会结构

基于血缘、地缘
的乡土人情

再组织化1.0
巩固传统村庄社会结构

再
组
织
化
的
实
现

微观个体性因素

中观层面
个体与结构的交织互动

 

图 1 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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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者过于微观，后者过于宏观，无法解释

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理性选择理论从

微观层面认为经济理性就会诱发集体行动，结构

主义强调宏大结构导致的不公平感与被排斥感，

会促使集体行动的爆发，这在中国乡村的复杂现

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本文提出在村庄这一中观

场域，将二者综合考虑，才能深入理解异质化个

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如何交织互动，推动再组织

化的实现与迭代升级。

本研究提出两个边际理论创新：一是认为村

庄这一中观场域，是将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放到

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中展开分析的最好单位，

“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不仅孕育

大量的发展机会，也为弥补脱离社会情境的个体

主义方法论与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不足，提

供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土壤。另一个边际理论

创新可能在于在村庄的场域中，更新了农民合作

的一般理论。作为再组织化的载体之一的股份制

合作社，以基本股、交叉股、限制股的股权设

计，实现了对异质化行动者的利益兼顾，回应传

统乡土伦理与新的组织化要求，是一种兼顾股权

和人权的另一种“人人平等”，而非基于同质化

个体的“均等”，这也是对原教旨主义合作社理

论的更新。

文章研究的袁家村，只是中国 60多万个行政

村中的一个，村庄的各类行动者也仅是亿万农民

中的沧海一粟。本研究提出的村庄再组织化生成

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可能只能为类似情境下

的村庄提供借鉴。期待在城乡中国背景下，更多

鲜活的乡村实践能够带来百花齐放的理论创新，

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做出

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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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era of urban-rural China——dialogue of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case analysis of Yuan Jia Village

ZHOU Li，WANG Xiaofei
（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Under the era of urban and rural China，the discus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must have a vis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raction. Long-term de-organization makes the countryside unable to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fre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production factors，instead accelerating the outflow of various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the countryside.
Re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full rural development，promoting rural creation of new supply，meeting
new urban demand，and promoting the rebalanc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of ratio⁃
nal choice and structuralism，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wo major issues of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and "how it is possible" to re-
organize village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case of Yuanjiacun，this paper makes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 system and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balanced extern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opportunity of rural China's transition to urban and rural
China provide the necessity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villages. Village structur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actors interweave and inter⁃
act，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village reorganization.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Central personage — Key Group —Subse⁃
quent Participants" on creating new rural suppl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or⁃
derly interaction. The homogenized small farmers "relying on the soil for a living" in rural China era is characterized by hetero⁃
genization in the era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can form the new collective action struc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farmer cooperatives assumed homogenization. To use and upgrade the vernacular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can driv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village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ket rules and local cultur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times. The constant interweav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 actors and village social structure can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of village reorganization，facilitate th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era，and realize the rebalanc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Common prosperity；Farmers' organizations；Rational choice；Urban-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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